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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伦理视角下农村低龄老人双重代际关系研究
———以鲁东地区小岭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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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低龄老人群体正处于向上赡养高龄父母和向下扶持子孙代的双重代际关系中,责任伦理的逻辑张

力是形塑该群体双重代际关系的重要文化力量,家庭养老和家庭扩大再生产是造成该群体双重代际关系失衡的

现实原因。以鲁东地区小岭村为例,揭示了该群体在身体规训与自我牺牲中所面临的孝亲与抚幼双重代际关系

的失衡困境,同时在家庭情感获得与自我价值实现中达成了一种平衡。这对理解和挖掘老龄社会新阶段的特

征、解决农村养老现实问题以及构建老龄友好型社会提供了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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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开始我国进入急速人口老龄化阶段,[1]老年代际群体更替呈现新变化,补偿性生育高峰出生

的“60后”群体正以“新生代”老年人口的身份步入老龄队列,其数量庞大,约占老年人口的28%,[2]同时

他们也是因当年“一孩”政策而面临“老无所养”威胁的“独一代”老人。截至2020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26
 

402万人,占总人口的18.7%。乡村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城镇,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

乡村总人口的比重为23.8%,比城镇老年人口占比高出7.99%。此外,随着疾病谱由传染性疾病向慢性

疾病转变,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至73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3]同时,截至2022年底,全国60
岁及以上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达到2.8亿,占总人口的19.8%,“长寿不健康”问题凸显。城乡发展差异

下,农村低龄老人面临更为严重的代际失衡问题。一方面,转型期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家庭养老占主导

地位的农村社会中高龄失能老人赡养压力转移到低龄老人身上;另一方面,现代性进村背景下,发展主义

目标注入农村家庭,带来家庭扩大再生产模式盛行,低龄老人肩负扶持子代家庭扩张和抚育孙代的重任。
从文化的角度看,该群体双重代际关系模式的背后,是责任伦理的逻辑张力发挥着重要力量。

一、问题提出

现如今,农村老年群体呈现代际更替新变化,农村低龄老人作为“新生代”老年群体进入研究视野。
传统代际平衡被打破,由此带来的双重代际关系在低龄老人身上表现尤为明显。李永萍认为,代际关系

是中国家庭关系最为重要的维度,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家庭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家庭结构”和“传统家庭

伦理”的结合物,作为身处亲、父、子三代人中间的农村低龄老人,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在他们身上表

现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时代特征。[4]

回溯学界对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发现在有关代际关系的养老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政策律法、婚姻

市场、城镇化等外部因素来理解代际关系的走向,[5]从伦理道德等传统文化因素进行解释的研究较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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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研究将“责任伦理”作为理论视角透穿亲、父、子、孙四代人的代际关系,并审视身处其中的低龄老人

所面临的困境或问题。时代变迁下,责任伦理等传统文化因素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在“文化堕距”
中被保留了下来,从文化视角探寻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变化对解决农村养老难题具有重要意义。[6]农村社

会转型期内,传统养老责任伦理呈现出某种分裂,其继承性更多地体现在父代人身上,子代却在现代性影

响下逐渐从中规避出来,代际交换和亲子关系理性化,[7]传统厚重的代际平衡正在被打破,传统养老责任

伦理的继承性与断裂性以一种不平衡状态交织于父子两代人之间。[8]

韦伯最早提出“责任伦理”概念时,注重对道德、道义、责任感的解释,认为责任感具有强烈的伦理与

道德色彩,[9]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观念和家庭团结意识如出一辙。当这样的责任伦理观作用于家庭

代际关系时,便表现为低龄老人群体作为责任伦理的实践主体仅强调自己对上下两代人的责任和义务,
从而在养老孝亲和子孙代扶持方面担负着几乎没有止境的伦理责任。[10]本研究在对小岭村低龄老人的访

谈中发现,被责任伦理深刻影响着的这一代人,在孝亲和抚幼的行动中于情感层面找到了双重代际关系

的平衡,在少子化、城市化带来家庭养老模式式微的今天,代际间责任伦理的重建也许是解决目前中国家

庭养老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本研究以鲁东地区小岭村15位低龄老人为访谈对象,结合其亲代子代的田野调查资料,尝试以责任

伦理为理论视角,对以下问题进行初步回答:责任伦理是如何从家庭养老和家庭扩大再生产这两个社会

转型的关键侧面,形塑出农村低龄老人双重代际关系的? 该群体又是如何在失衡的代际关系中实现自身

价值的超越? 小岭村位于鲁东沿海地区,地域面积1.58平方公里,家庭户1
 

014户,总人口3
 

014人,60
岁及以上人口240人,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敬老模范村”,具有一定的典型性。15位研究对象因亲代高龄

失能、子代进城务工将幼子留守家中、子代结婚生子后要求隔代抚养、子代未婚需在城市买房等不同原因

身处双重代际关系中。此外,由于农民终身务农务工的职业性质,很难界定其退休年龄,且农村家庭中成

年子女成家年龄较早,因此将低龄老人年龄扩至为55~69岁。本研究对从国家社会发展新格局中理解

和挖掘老龄社会新阶段的特征、解决农村养老现实问题以及构建老龄友好型社会提供了新视角。

二、责任伦理与农村低龄老人双重代际关系的内在关联

施加在农村低龄老人身上的双重代际关系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兼具传统性和现代性,无论是敬老孝亲的

文化传统还是“恩往下流”的社会事实,都是以情感道德为基础。简单来说,前者是对传统孝文化和家庭养老方

式的顺承,后者是对时代变革与社会转型的回应。这两种不同行动背后的逻辑是责任伦理的利他属性,也正是

在责任伦理逻辑作用下,低龄老人在双重代际关系中实践着体力付出和情感回报的平衡。
(一)传统与冲突:责任伦理与家庭养老

与城镇相比,农村养老方式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11]农村高龄老人与子女同住比例远高于城镇,家庭

中有两代老人(指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共存的情况在北方农村比较普遍。当然,赡养行为与是否跟父母

同住组成直系家庭并没有必然联系,这里的多代家庭并非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聚集居住,而是亲、父、子三

代以血缘关系为连接,实行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反馈模式”①。然而,伴随长寿而来的是生命机能受损后

的患病及失能半失能问题,那些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父母,唯有与子女同住才能获得基本赡养条

件。[12]当出现高龄失能老人丧偶或两位老人全部失能的情况,照护工作基本转移至作为子女的低龄老人

身上。
“孩子他姥爷先病的,那几年主要是孩子姥姥伺候。前几年他姥姥突然就一病不起了,伺候两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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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孝通教授在1983年提出的“反馈模式”,指出:在西方社会,子女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但在中国,子女在赡养自己父母方面却有

义不容辞的责任。用公式来表示,西方的公式是F1→F2→F3→Fn;中国的公式是F1←→F2←→F3←→Fn(F代表世代,→代表抚育,←代

表赡养)。在西方,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是一代一代接力的模式,简称“接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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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下子全成了我的活儿。”(访谈编号MZQ20220416)
“再难也要自己伺候”“再累也不送养老院”。“奉养事亲”的行为准则被普遍认同,传统孝道责任伦理

观否定了农村机构养老方式,[13]同时乡间舆论压力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家庭养老方式在农村的主导地位。
在中国农村社会文化语境下,机构养老缺乏家居认同和亲情滋养,将年迈的父母送至养老院是“子女不

孝、家庭不睦”的表现,会被乡邻看不起,责任伦理的规训使低龄老人将家庭养老看作生命中必须亲自履

行的赡养义务。
“自己的爹娘肯定是自己养,农村人谁家把老祖往那里送? 那养老院就跟个笼子似的,吃不好睡不

好? 好好的谁去养老院,叫人笑话!”(访谈编号HXL20220420)
养老院“饮食不佳”“服务不好”“去了受委屈”,类似对机构养老的指责在访谈中屡屡出现。责任伦理

在乡间建构出一套家庭养老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将民间发生在养老院的负面新闻与家庭养老方式进

行了特定组合,生成农村家庭与养老机构间紧张的矛盾关系,进而对农村家庭养老方式的经久不衰起到

了监督作用。
(二)变迁与接力:责任伦理与家庭扩大再生产

由于亲父子三代人所经历的社会变迁背景不同,低龄老人群体所处的家庭阶段处于三代人不同生命周期

的交叉并存之间。[14]就低龄老人而言,责任伦理不仅意味着某一阶段的抚幼任务,更是对子孙辈负有终身的责

任。传统家庭再生产模式指的是农民家庭经济剩余较少、家庭发展目标以自给自足为主,[15]小农经济决定了这

一生产模式的性质很难突破地方性的村庄社会。而乡村现代化转型延续了农民家庭本位的观念,也为整个家

庭的发展注入了新目标,家庭中年轻一代逐渐脱离村庄,父代也被卷入城市化进程中,进而形塑出家庭扩大再

生产的实践模式。父代的“被”卷入,是受责任伦理逻辑下的“家本位”思想的推动,也有学者认为“家本位”思想

近似于“集体本位”。身处其中的成员视集体目标或集体荣辱为己任,[16]成员间形成一种自觉的共同意识,每位

家庭成员都为家庭整体的向上流动贡献力量。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当这样的责任伦理体现在家庭养老方面时,
父代对亲代和子代的责任义务观便有了一览无余的体现,其特征是“责己严,待子宽”,在家庭养老中父代只对

自己的付出做到高要求,对子女的“事亲”角色规范予以宽容。[10]相比于亲代,低龄老人对后代的扶持周期在城

市化卷席下被迫拉长,关于子代买房、结婚、生子等一系列大事仿佛“天生”就被规划成自己的人生任务,举全家

几代人之力实现家庭向上流动的社会行动在农村屡见不鲜,为实现子代的“城市梦”,家庭成员、家庭资源高度

整合的自觉性在小岭村颇有愈演愈烈之势。

图1 责任伦理视角下农村低龄老人双重代际关系图

注:F表示世代;黑色箭头中,↓表示抚育关系,↑表示赡养关系,箭头粗

细表示付出程度大小;虚线箭头表示低龄老人情感层面的获得。

费孝通先生提出,不同于西方的“接力模

式”,中国父母与子女的赡养方式是“反馈模

式”。从理论角度看,“接力式”和“反馈式”虽表

现形式不同,却都贯彻了社会均衡互惠的原

则。[14]“接力模式是乙代取之甲代,而还给丙代,
取予之间是均衡的。反馈模式是乙代先取之甲

代,然后返还给甲代,取予之间也是均衡的。”但
现代性的卷入向低龄老人提出了为子代家庭在

城市买房、照看孙辈等新要求,父代基于责任伦

理的付出远远超过了子代的“反哺”。同时亲代

寿命延长,三代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对等的付出与反馈关系,反映了“反馈式”家庭养老模式的理想传统

与“接力式”现代养老模式的反差。但对低龄老人来说,只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才能让他们心安理

得,责任伦理在这段双重代际关系中起到了双面向作用。本文认为,从身体操劳层面来看,低龄老人的双

重代际关系是失衡的;而从情感回馈层面来看,精神需求的满足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使他们找到了这段关

系的平衡。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对费孝通先生的“反馈模式”给予新的解释,图1所示关系模式解释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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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伦理体现在农村低龄老人双重代际关系上时,其如何平衡了这种双重代际关系。

三、责任伦理下的身体规训与自我牺牲

责任伦理视角下,农村低龄老人群体与亲代间的代际关系遵从“孝亲”的实践逻辑,与子代间的代际

关系遵从以扶持和抚幼的实践逻辑。这两种不同且矛盾的代际关系逻辑使低龄老人在亲代和子代之间

的代际关系出现了严重不平衡。[14]他们在亲代赡养和子孙代扶持中主动选择承担更多责任,失衡的付出

与回报比让该群体不仅在身体、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时间与自由的束缚也羁绊了个人主体性的发展。
(一)被困住的时间:责任伦理下的自由约束

责任伦理意识强调“责任先于自由”,责任双方彼此都要尽到对对方的伦理责任。对低龄老人来说,
父母高龄失能时其必然要尽到做子女的赡养义务。低龄老人双重代际关系失衡的典型体现是身体自由

的束缚,有学者用“身体规训”一词来描述这种自由约束,[17]认为身体规训与自由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张

力,双重代际压力对低龄老人日常生活自由权利的实现形成了某种威胁。一方面,高龄失能老人照护对

照护者的时间要求极高,尤其当家庭中出现双方老人同时生病住院的情况时,照顾者需承担为双方老人

做饭、送饭、陪护等任务,一天的时间基本在陪护中度过;另一方面,孙代抚育也需要低龄老人付出大量时

间,完成照顾孙辈生活起居、接送孙辈上下学等任务。受访者基本表示“没有自己的时间”。
“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老人时刻不离人,之前有次他上厕所又摔着了我们都吓坏了,老人摔一跤可

不是小事,有好多一摔命都没了的。小孩那头吃喝拉撒抱都是你来,大点了上下学接送还是你。(访谈编

号HXY20220414)”
对上对下的代际付出,所需时间既零散又集中,看似“没有正式工作赋闲在家”的低龄老人被这种“越

到老了越不敢倒下”的现实处境所困,囿于亲代和子孙代之间奔波操劳,日益变差的身体状况与繁重的家

庭工作之间的冲突发生在低龄老人身上,造成了该群体社会关系断裂、个人主体性发展被埋没以及个人

价值感迷失的风险。
(二)超负荷的操劳:责任伦理下的身体压力

代际之间的家庭照顾工作对劳动者的体力要求极高,照顾者感受到的负担随工作量的增大和工作时间的

拉长而加重,照顾者身体出现疾病不可避免。尽管已有大量研究证明,老年人给予子孙代经济、家务、隔代照料

方面的代际支持对其身心健康有正向作用,[18]但现实情况是,高龄失能父母照护、子代经济扶持、孙代抚育的多

重劳动极大加重了低龄老人的身体负担,代际间的付出与回报无法维持在一种均衡状态下,由此带来的低龄老

人生活质量的下降及沉重的心理负担对其身心健康造成的伤害无法被忽视。[19]受访者普遍表示他们至少患有

一种慢性病,胃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风湿关节痛等情况极为普遍。
“看孩子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孩子一抱抱一天。老人身子沉,给他擦洗身子就是半天,一身大汗。

饭点了得提前做好饭,买菜要挤出时间快去快回,伺候人精神要高度集中,年轻人都受不住,何况我都六

十多了。我累到腰间盘突出不敢弯腰,也没有办法,活儿还是你的。”(访谈编号HFX20220416)
此外,除了慢性病、大病防治知识在农村的宣传力度不够以外,考虑到现实经济状况,加之目前我国农村社

会养老保障现状仍存在不足,例如,养老服务保障机制运行不均衡、养老社保基金管理不规范以及养老保障制

度的社会化程度较低等,[21]万般无奈下低龄老人不断拖延着疾病的治疗,直至病情反复加重。现如今,“新农

合”的报销标准虽已有了很大提高,但在日常医药费报销和大病治疗费用的支付方面,与城市老人相比,仍有一

定差距[20]。“新农合”的实施尽管表明我国已经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但在发展极不平衡的农

村地区,经济原因依旧是低龄老人疾病拖延和未来养老迷茫的重要影响因素。[21]

(三)亲代前的表演:责任伦理下的精神压力

责任伦理强调“孝亲”是最基本的道德责任。照顾高龄失能老人需投入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除了体力

与时间,低龄老人在精力及情绪等方面尤其承受压力。受访者均表示在照顾高龄失能父母的过程中会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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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产生悲观的心理感受,且越是父母失能情况严重的家庭,低龄老人的照顾压力越大,消极情绪产生的次

数就越多,焦虑、压抑、愤怒、忧愁、内疚等情绪成为受访者的普遍心理感受,情绪的波动随被照护老人的

健康状况而变化。作为身体健康的重要调节器,悲观情绪有时会影响低龄老人的睡眠质量,加剧慢性病

的发作。
“她那个病,不能饿着,一饿着就容易加重。那天我感冒了起不来床,硬爬起来给她做饭,还是晚了,

那一整晚她都在咳。我自责的很,连着两天没睡好,心里愧疚、难过、着急,感冒又加重了。但是不管怎

样,在老人面前都不能表现出来,你要是悲观,她更对自己的病不抱希望了。”(访谈编号LDD20220414)
此外,对高龄失能父母的赡养,并非仅限于身体的照顾,两代老人之间的交流也并不局限于正向情感

表达,有些高龄失能老人受制于身体原因只能瘫坐在床上,物理空间的局促压抑了他们的情绪表达,很多

时候会将对自身身体状况的不满与压抑转移到朝夕相处的照护者身上,此时作为主要照顾者的低龄老人

便成为高龄父母情绪发泄的对象。责任伦理规训下,宣泄消极情绪的权利往往只属于高龄父母,面对类

似的情形,低龄老人基本会选择沉默、隐忍等回避的方式来处理矛盾与冲突,特别是对同理心更重的低龄

老人来说,为了不影响父母的心情,当再次出现在亲代面前时,会逼自己重拾笑脸。
“那天因为我要给他洗澡,骂了我半天。那是自己的爹,那么大年纪了,他骂你,你又不能跟老人吵,

只能听着。他骂出来心情好一些,就是演也要演的像。你越跟他吵,他身体越不好了。”(访谈编号

HXJ20220417)
作为照护者的低龄老人在照顾高龄父母的互动过程中承担着体力劳动与情感劳动的双重压力。尽

管有学者强调照顾者在情感投入中能够获得道德满足感,[22]但也有研究以阿利·霍奇斯柴德(Arlie
 

Hochschild)
 

提出的“情绪劳动”的概念证明了如果无法得到正向回应,劳动者自身的情感与自我也会受

到抑制与禁绝。[23]低龄老人与亲代的孝亲互动更多的是向亲代进行大量体力与情感投入后被动的承接高

龄老人因病情加重、情绪失控导致的浣洗任务加重和无端谩骂,而责任伦理的规训对农村低龄老人的深

刻影响和由此引发的持续性、经常性的情绪压抑与深层表演,成为低龄老人在履行向上赡养义务时情绪

压力的主要来源。

四、责任伦理下的情感需求与价值突破

责任伦理的规训使低龄老人面临失衡的代际关系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这段双重代际关系中

完全丧失了个人主体性与自我认同感。从情感层面看,责任伦理同样对低龄老人在生活实践中的情感获

得和价值突破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在亲代赡养和子孙代扶持中牺牲奉献的同时维系着代际团结,提升了

家庭凝聚力,收获了伦理性满足和自我实现感。这种价值实现在相当程度上稀释了其所承受的身体压

力,个体的自反性实践再造了代际责任伦理和团结,使本将失衡的代际关系保持平衡,并再次升华为延长

其人生任务的自觉。
(一)舆论与团结:责任伦理下的情感互嵌

家庭团结度受到家庭形式和居住模式、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及物质往来等多种形式的影响,[24]

家庭关系的产生和维系依赖于个体的情感体验和认同,而这种情感产生于共同的生活经历和工具性支

持,以及共享的价值观念[25]。家庭照护工作占据了农村低龄老人日常生活的同时,其对子代日常生活的

照顾和抚幼行为增进了代际间情感交流,在抚育孙代的“天伦之乐”中收获了满足感和慰藉感,使代际资

源相互依赖、互补互惠,实现了代际团结,在代际亲密实践中完成了与子代间的情感互嵌,满足了其作为

家庭成员对精神与情感上的归属性和密切性的需求。
“孙子这次又考了个A,我儿子说我天天照顾小孩也有功劳。孩子学习好我脸上有光,他还说以后要

当科学家把我接到大城市去生活(笑),能给他们出上力,我觉得很光荣。”(访谈编号HXL20220420)
责任伦理的利他属性使父辈的无私奉献无形中发挥着促进家庭团结和睦的作用,并以任务分配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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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整合了家庭整体目标和家庭成员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在低龄老人心中产生一种与家庭成员共同协

作、实现家庭整体向上流动目标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又在责任伦理的驱动下成为低龄老人自

我实现和快乐的内在驱力。不仅如此,低龄老人与成年子女间紧密的情感互嵌和互惠行为,已成为一种

代际间的适度依赖,是幸福家庭的象征,也是农村社会对“啃老”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小孩”的弹性

接纳的表现。
“他冲你发 火 其 实 是 相 信 你 不 会 离 开 他,他 一 共 就 再 活 这 几 年 了,就 让 他 闹 吧。”(访谈编号

WF20220418)
此外,在人情社会主导的乡村中,社会舆论对行为主体的伦理道德具有强烈约束力和控制力,同时也

对其生存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塑造影响巨大。在小岭村,能真正做到孝亲敬老的低龄老人在村中的口碑和

人缘总能很好。
“老刘是村里孝顺爹娘的模范,没有不夸的,一天三顿热汤热饭的给送去,做这一顿的时候就想着下

顿给她爹娘做什么好吃的。天天抽空就跑过去看看她娘上不上厕所,摔着了没有,跟看小孩似的。”(访谈

编号ZF20220407)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力量,责任伦理借乡间舆论造势,带给低龄老人赡养压力的同时也在形成一

种舆论奖惩制度,特别是当付出得到家庭成员甚至是乡间舆论的认可时,其“孝子”“慈父慈母”形象被强

化,进一步加强了代际间的情感互嵌关系。
(二)价值与回归:责任伦理下的实践自反

情感和亲密关系的建构是代际间责任伦理产生的驱动力,也是个体化时代个人重新嵌入和建立安全

感的重要策略。[26]尽管现代社会成年子女在家庭代际互动中拥有“文化反哺”能力和“话语权力”,[27]但低

龄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并未因“孝道衰落”而彻底丧失价值,其作为家庭成员的外部性影响力或客体价

值,一方面来自于该群体之于家庭系统的有效参与,另一方面取决于子女在成年道路上的反思性认同。
子代在经历一系列独立生活和困境应对事件后,加深了对父母的理解和认同,代际利益共同体的意识得

以强化,子女的价值观念、认知模式和行为倾向进一步向父母靠拢,从而形成了基于亲密关系之上的情感

共鸣和亲权回归。[28]

“当家才知柴米油盐贵,我自己成家有了孩子后,才开始理解父母的不容易,觉得愧对于他们的无私

付出,他们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我们做子女的对他们多些关怀和感恩,心里也好受些。”(访谈编号

CZY20220415)
双重代际关系中的实践自反性也在高龄失能父母身上有所体现。如前所述,亲代向低龄老人展现生

气、作闹等负面行为是对子女无条件信任的体现,这种行为的背面是对子女情感陪伴的认同与依恋。当

需要情感依赖关系上的深度沟通、口头表达时,农村家庭中两代老人的跨代际沟通反而更加隐忍,甚至走

向了以愤怒、发泄为形式的反面。
“我也会心疼自己女儿啊,她也老了,照顾我也很累,有时候吼她,其实是为了让她少干点活,少为我

操点心。我知道这样不好,但不会当面表达,都是跟别人讲的时候才好意思说她的好,我逢人便夸她。”
(访谈编号HZT20220417)。

对低龄老人来说,在履行赡养责任时心情会受到亲代身体状况的影响,高龄失能带来的临终风险上

升,此时亲代身体细微的乐观变化都会对低龄老人的情绪起到鼓励和慰藉作用,低龄老人在亲代对自己

辛勤照护的认同中收获了满足感,作为照顾者的价值和能力被肯定。受访者在讲述照护经历中有意义的

部分时眉开眼笑,自我效能在尽到伦理责任的过程中被增强,积极感受也由此被强化。
“我从手机上学的怎么给老人按摩,老人身上疼的部位不一样,手法和按摩的穴位也不一样,她姥姥

这两天气色好多了,我可算心里好受一些。我还把按摩的知识教给其他和我类似情况的老人,平时交流

交流,心情也好很多。”(访谈编号HXY2022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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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HXY边在自己身上指出给老人按摩的穴位和动作,边绘声绘色的描述她的孝亲照护经历。
可见,低龄老人的情感和同理心成为激发责任伦理的机制,“老人好我就好”的心态使他们在负重前行中

努力从高龄父母的身体健康方面找寻一点慰籍。
(三)养老院之思:责任伦理下的自我觉醒

如前所述,传统孝道观念的浸透和村民对养老院的强势“污名化”,对农村机构养老的发展具有阻碍

作用。而随着家庭代际关系变化,低龄老人对机构养老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与前文中提及的对机构养老

的强烈反对态度所不同的是,低龄老人在面临自身的养老选择时,反而更能接受家庭养老以外的其他养

老方式。
“像我家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儿子,我不排斥去养老院,我老公应该和我也是一样的想法,到时候没人

照顾的话,也就去养老院了,现在大家也都慢慢接受了。但是我的老祖我还是希望能自己照顾,我自己去

养老院可以,不想把父母送过去。”(访谈编号SYH20220501)
社会转型下家庭少子化和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农村社会对机构养老的传统观念发生了改变,同样是基

于责任伦理的规训,机构养老的受用主体向更年轻的低龄老人群体转移,一部分受访者考虑到子女家庭

的发展,表达了“可以接受去养老院”的主观意愿。
“现在社会压力那么大,年轻人观念又变了,没有愿意和父母住一起的,咱老了给儿女帮不上忙,还牵

扯人家的时间。等我们老了让他们出点钱送我们去敬老院,大家都这样,咱也能接受。”(访谈编号

DHX20220422)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个体对于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群体压力,会受重要人物对该

项特定行为看法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个人对某项特定行为所持有的正面或负面感觉的影响。[29]因子女及

邻居对养老院的肯定,加之社会养老保障体制的不断完善,机构养老正成为农村低龄老人自身养老规划

的重要选项。究其背后的文化因素,依旧离不开责任伦理驱使下低龄老人对子女辛苦工作的同理心和共

情。即便是谈到自身的未来养老,低龄老人也始终把子女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养老院已成为他们心中能

够最大限度使其“不给子女添麻烦”的自立途径,尽管家庭养老依旧是未来农村养老的主力,但接受机构

养老或社区养老可以认为是农村低龄老人在现实条件下对其迷茫养老未来的乐观转向,是对社会转型下

农村家庭少子化、家庭养老服务不断弱化的现实进行的正向回应。不可否认,他们的选择多少是出于无

奈,但对于农村养老方式由家庭养老向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的转向起到了关键的过渡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巩固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是“十四五”时
期老龄化工作开展的基本原则之一①。低龄老人群体作为“新生代”老人,被认为是积极老龄化建设的主

要参与者。然而,微薄的收入、积劳成疾的慢性病、与城市同代人相差悬殊的养老金,让农村低龄老人在

孝亲与抚幼的双重代际关系中负重前行。责任伦理视角下,这种代际关系因低龄老人的付出与回报不成

正比而面临失衡,又因他们从中收获了情感慰藉、实现了个人主体性价值而达到了一种平衡。从责任伦

理视角来解读这一现象,对理解和挖掘老龄社会新阶段的特征、解决农村养老现实问题以及构建老龄友

好型社会提供了新视角。
本研究以鲁东地区小岭村15位低龄老人及其亲代子代为访谈对象,描绘出一幅农村低龄老人的双

重代际关系图,尝试从文化的角度探源其背后的作用逻辑。研究发现,无论是表现为家庭养老方式的延

续还是家庭再生产模式的扩张,责任伦理的逻辑张力是使该群体面临这种代际关系模式的文化根源。责

任伦理的利他属性使该群体在家庭赡养和子孙代扶持工作中竭尽全力,却也因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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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以及促进了家庭和睦而“乐在其中”。
责任伦理规训下,伦理责任践行主体的身体自由被庞杂的家庭照护工作所困。从时间横断面看,处

在亲、父、子、孙四代人之间的低龄老人成为家庭代际关系纽带的桥梁,他们每日的家庭照护工作同样具

有社会属性,不应被忽视。事实是,该群体对三代人的辛勤付出很容易被淹没在亲代照护和孙代抚育的

琐碎日常中,并且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其主体性的发展。同时,这种来自代际间的“压迫”很容易引起身

体与精神的极度疲劳,个人情绪情感的压抑更容易发展成疾病。尽管相当一部分低龄老人已经是疾病缠

身,却依旧选择忍耐,究其原因是其脆弱的经济基础背后“不给子女添麻烦”的无奈与辛酸。
实际上,这种看似失衡的代际关系因低龄老人主观层面的价值满足感而趋于平衡。结合时代转型变

化,责任伦理的规训也让农村低龄老人在自我牺牲与奉献中维系和促进了家庭团结与和睦,成为帮助子

代家庭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推力。在此过程中,其个人主体性价值的发挥开始复现,存在感和价值感的

获得再次使其自愿延长责任伦理赋予他们的人生任务。另外,其自身迷茫的未来养老也在对社会转型的

逐步认识中日渐有了轮廓,新型养老方式正逐渐被“老无所养”的农村“独一代”老人所接受,至少在家庭

养老模式日渐式微的今天,养老院不再是他们嗤之以鼻的选择。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这段双重代际关系下的平衡是低龄老人主观意愿发挥强大作用的结果,他们的

“快乐”饱含被动与无奈,社会不应因此而淡化对这一群体的关注。本研究就责任伦理下农村低龄老人群

体双重代际关系的平衡机制提出如下建议:从个体层面,号召低龄老人主体性的回归,低龄老人要主动将

自己的兴趣爱好、利益经验纳入到多代家庭的整体安排中,在理性与情感间强化自身作为人的主体性;从
家庭层面,理解孝文化的内涵与实践正在随时代变化和社会流动的增加而改变,加大孝文化的弘扬,允许

“孝”的形式改变、情感不变,使子代理解父辈在赡养亲代时的情感压抑与隐忍,对父辈给予更多的关怀与

理解,让孝道继续发挥它应有的生命力;从社区层面,农村社区应完善对敬老孝亲低龄老人的奖励制度,
以人本主义的视角体察低龄老人在多代家庭中的困难,关注他们所处的困境,同时拓展社区医疗服务,为
其高龄失能父母照护工作提供专业居家照护指导,鼓励照顾者表达其在照顾过程中的收获和成长,增强

个人效能感的实现;从社会政策层面,要保障农村低龄老人享有基本医疗,解决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不均衡

问题,使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制度等在农村地区实现全覆盖,加快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推

行,提高农民医疗保险报销比例,让“积极老龄化社会”“老年友好型社会”的阳光充分照到每一位老年人

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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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ounger
 

elderly
 

group
 

is
 

in
 

the
 

dual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of
 

supporting
 

their
 

older
 

parents
 

upward
 

and
 

their
 

descendants
 

downward.
 

The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force
 

to
 

shape
 

the
 

dual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of
 

this
 

group,
 

and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and
 

extended
 

reproduction
 

of
 

family
 

are
 

the
 

realistic
 

reasons
 

for
 

the
 

imbalance
 

of
 

dual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of
 

this
 

group.
 

Taking
 

XiaolingVillage
 

in
 

eastern
 

Shandong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reveals
 

the
 

unbalanced
 

dilemma
 

of
 

the
 

dual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of
 

filial
 

piety
 

and
 

caring
 

for
 

children
 

faced
 

by
 

this
 

group
 

in
 

physical
 

discipline
 

and
 

self-sacrifice,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reached
 

a
 

balance
 

through
 

family
 

emotion
 

acquisition
 

and
 

self-worth
 

realiz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and
 

identif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stage
 

of
 

aging
 

society,
 

solving
 

the
 

realistic
 

problems
 

of
 

rural
 

elderly
 

care
 

and
 

building
 

an
 

aging-friendl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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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gener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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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extend
 

reproductionof
 

family
(责任编辑:魏 霄)

·211·


